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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决定性地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

建立起一种本质的关联。这种本质的关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通过中国

道路的百年实践获得历史性的证明。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当今中国发展的世界历史

意义在于，中国在完成其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在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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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标志，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

转折，并由此开启出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这条道路具有双重的本质规定：它是现
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统一的历史性进程。然而，这样一种历史性进程是在
“世界历史”的境域中开展出来的，与 “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具有内在联系。一方
面，如果不是由于现代性①的力量开辟出世界历史，就不会有以现代化和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为定向的中国道路；另一方面，同样是由于中国道路与世界历史的内在关
联，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就不能不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影响，并在特定阶段上展现其

深远意义。因此，本文尝试探讨的问题是：（１）现代性如何开辟出世界历史并设定

其基本架构，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成为不可避免的？（２）在世界历史的整体背
景中，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何以同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联系，进而持续地实现马克

思主义的中国化？（３）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如何不断推进着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统一，并使这样的统一在不同阶段上得到历史性的实现？（４）作为中国道路

的当代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世界历史具有怎样的意义，从而对于当今世界
的历史性变局具有怎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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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中国道路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哲学
研究”（１７ＪＺＤ０３７）阶段性成果。
所谓现代性，是指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它包含两个基本方面，即资本和现代形而
上学；而现代化则意味着进入到现代性之中。



一

“世界历史”是现代世界的产物，换句话说，只有现代世界才将自身展现为普遍

的世界历史。由于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取得了绝对力量，由于这种力量无远弗届地

摧毁了一切地域间或民族间的隔阂壁垒，才第一次开辟出 “世界历史”。因此，世界

历史首先意味着先前局限于地域的或民族的历史不再可能，意味着先前的偶然交往

被普遍的世界交往所取代。“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

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

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

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

此。”① 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根本性转变，是一个真正具有 “世界历史意义”的转

变。自此以后，正像总体的历史不能不是世界历史一样，任何一个民族的或地域的

历史性活动在本质上不能不参与到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之中，并成为它的组成部分。

正是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构成 “世界历史”意识的现实基础，从而构成建立在这

一意识之上的 “历史哲学”的现实基础。在维科主张并推断历史具有一种普遍性质

之后，在伏尔泰草创 “历史哲学”的名目之后，普遍历史的观念作为世界历史意识

的理论表现，便在德国思想界中迎来其多方阐述的鼎盛时期。无论是赫德尔的 《人
类历史哲学的观念》，还是席勒的 《普遍历史的性质和价值》，也无论是康德的 《世

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还是黑格尔的 《世界史哲学讲演录》，都试图揭

示并论证一种普遍历史的观念。这里不必展开其具体内容，即便是这些论著的标题，

即已表明各种学说都是围绕着 “普遍历史”或 “世界历史”这一枢轴旋转的。如果

说，普遍历史或世界历史的观念构成历史哲学的理论前提，那么，这种观念的现实

基础就是现代性的特定力量所开辟出来的世界历史进程；没有这样一种现实历史的

展开过程，也就不会有所谓普遍历史或世界历史的意识或观念。换句话说，正是由

于现实的历史运动本身转变为世界历史，由于现代性在１８、１９世纪的凯歌前进，普

遍的世界历史或世界历史的普遍性，才在当时的各种学术中得到积极的思考，并在

历史哲学中得到突出的理论表现。

然而，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并不是———根本不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仿佛世

界历史乃是一个可供任何民族在其中自由表演的场所或均质性空间似的。毋宁说，

那种抽象的因而是无内容的普遍性，离世界历史的真相实在是无比遥远。现代性
（其主干是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在开辟出世界历史的同时，也在它所占据的全部领

域中建立起一种基本的支配—从属关系。《共产党宣言》将这种关系表述为：“正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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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３５页。



它 （指资产阶级———引者注）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
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①

一个世纪之后，海德格尔仍然重申西方历史 “就要扩张为世界历史了”；为了强调这
种扩张势力的源头 （“欧洲”，即近代西方）以及势力范围的所及 （人类、地球），他
将这种统治—权力关系表述为 “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②

中国自近代以来，遭遇到了极为严峻的挑战和危机；与以往任何一种严峻局
面完全不同的是，以１８４０年为标志性开端的挑战和危机，归根到底起源于现代性
所开辟的 “世界历史”及其内在的支配—从属关系。这意味着，当时的中国是不
可避免地被卷入世界历史之中，并且是不可避免地被抛到由现代性所设置的关系
之中。抽象普遍性的观点根本无法理解这种关系。只是由于唯物史观，马克思才
第一次将世界历史的本质性深刻地揭示为感性权力的支配—统治关系，就像现代
经济生活植根于资本对活劳动的支配和统治一样。“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
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
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
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
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

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③ 正是这样一种世界历史的基本格局，

使现代化———即进入到现代性之中———成为一切民族之普遍的历史性命运：对于中
华民族来说是如此，对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来说也是如此。这意味着，中国所面临的
现代化任务是历史的必然，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由此而得到把
握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乃是真正 “历史性的”，而不仅仅是 “历史学的”———海德格尔
对这两个术语的区分表明：所谓 “历史性的”是指 “命运性的”；而马克思先行已用
“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这个短语，明确提示出对于世界各民族来说是命运性的历
史境况了。

然而，构成百年中国道路的本质规定不仅是现代化，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乃是历史性的，那么，这一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的关
联是否同样是真正历史性的呢？这个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西方现代世界的出生
和成长初始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参与，而马克思主义倒毋宁说是现代世界的矛盾和
对立发展到特定阶段上的产物。这种情形使得某种抽象的观点在中国现代化进程
的主题上先验地假设：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进程来说可以是完全不必要的，也就
是说，是偶然的或无关乎本质的。这样的观点全然无视现实的历史，而只是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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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３６页。
参见孙周兴选编： 《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第１０１９—

１０２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０４页。



种纯粹主观的方式来假设并裁断历史，仿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本来”可以避开

同马克思主义的关联似的，仿佛这一现代化进程如果听从其假设的指令就会得到

更加 “纯净”的开展似的。但我们从黑格尔的时代就已经知道，“……惯于运用理

智的人特别喜欢把理念与现实分离开，他们把理智的抽象作用所产生的梦想当成

真实可靠，以命令式的 ‘应当’自夸，并且尤其喜欢在政治领域中去规定 ‘应

当’。这个世界好像在静候他们的睿智，以便向他们学习什么是应当的，但又是这

个世界所未曾达到的”。①

与现实分离开来的理念是什么呢？是抽象普遍性的观念，是仅仅适合于主观主

义地解释历史的观点。我们面临着 “历史道路”的主题，而在这个主题上必然会表

现出抽象历史观点和现实历史观点之间的对立。当现代性的力量开辟出世界历史时，

就像我们在现实中遭遇一种普遍的历史命运一样，我们在理论上也面临着世界历史

之普遍性的问题。但世界历史的普遍性绝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具有相当确切的

实体性内容的；这样的实体性内容是如此多样纷繁，以至于这种普遍性除非能够通

过不同的历史进程 （“道路”）被具体化，否则它就根本不是真正普遍的 （即黑格尔

所谓渗入特殊并包含特殊的普遍性）。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用抽象的普遍性来假

设并断言历史的观点就已经是时代错误了；更何况当这样的观点用西方历史所取得

的普遍性外观来强制一切民族的历史道路时，它就尤其变得荒诞无稽。黑格尔在
《历史哲学》中曾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 ‘宗教改革’只限于若干国家？为什么

它不普及到整个天主教世界？”② 对此黑格尔通过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
（民族精神或民族性格）的多重具体化，来说明宗教改革在日耳曼、罗马、斯拉夫各

民族中的 “被接受或者遭拒绝”，并且来说明宗教改革在日耳曼人、法兰西人和英格

兰人那里所采取的不同方式和不同路径。同样，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普遍性

从来不意味着———也不可能意味着———历史道路的抽象同一性。即使是在１８４３年的

西欧，落后的德国也不会重复先进的英国或法国的解放道路，相反，德国道路的可

能性恰恰在于它走英国和法国道路的不可能性。而当１８８１年查苏利奇向马克思询问

俄国道路的可能性时，马克思同样最坚决地拒绝了那种由西欧的比附而来的流行推

断 （此类推断直到今天在关于中国的历史假设和想象中依然流行），将这样的推断称

作 “社会新栋梁”的文坛奴仆的臆想，并且最坚决地要求通过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

史环境的具体化，来揭示俄国道路的现实的可能性。

抽象普遍性的观点根本无法理解现实的历史，它尤其没有能力把握世界历史普

遍性境况中不同民族的现实的历史道路。这样的观点往往只是从现代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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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第４４—４５页。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６年，第３９３页，并
参见第３９４—３９５页。



尽管其内部亦有种种差别———中去抽象地取得一个现成的 “公式”，并把它先验地强

加到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之上。用抽象普遍性的观点来解答一个特定民族的历

史道路问题，实在比解一次方程还要容易，并且这种观点还颐指气使地把每一个逸

出或偏离 “公式”的历史行程指斥为荒谬绝伦，仿佛任何一条历史道路都必须听命

于抽象普遍性观念的指令似的。最为吊诡的是，唯物史观的原理、马克思的历史道

路理论居然也时常被当作抽象普遍性的 “公式”来看待和运用。这种做法之令人惊

讶的天真和无头脑，只要读一下马克思的下述声言便足以一目了然：“他 （指米海洛

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

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

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

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

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① 马克思之所以要作出这样的反

驳，是因为米海洛夫斯基把马克思 “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了
“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也就是说，变成了抽象的普遍性，即关于历史道

路的 “公式”——— “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② 而马克

思之所以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反驳，是因为唯物史观的历史道路理论绝不滞留于并且

满足于抽象的普遍性，恰恰相反，它要求 “科学的抽象”始终深入现实历史的实体

性内容之中，并且正像它在本体论上立足于 “实在主体”———即 “既定社会”———

的自我活动一样，它把世界历史的普遍性把握为在特定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中被具

体化了的普遍性。一句话，“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③ 在这里，具体化的观

点也就是现实历史的观点，它与抽象历史的观点 （其核心总是作为 “公式”的抽象

普遍性）相对立；这样的对立突出地体现在黑格尔的下述说法中：没有抽象的真理，

真理是具体的。

只有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把握世界历史处境中中国道路的历史

性展开，才能把握中国道路百年探索的历史性进程。如果说，中国道路的现代化趋

势相对说来还是易于理解的，那么，为了能够把握中国的现代化任务与马克思主义

的本质关联，就必须依循现实历史的观点，否则就会寸步难行。

二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决定性地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

·４３·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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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关联，而这种关联的本质性和必然性，则是通过百年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来证
明的。这里所说的 “证明”，意味着上述关联历经长期的历史考验，并在这种考验

的结论中成为真正历史性的。抽象普遍性的观点只把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当成先

验的公式来使用，因此才会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想象为偶然

的，即可以随意取消的。如果说这种虚假的抽象观念总是自不量力地试图反驳现

实的历史，那么现实的历史则毫不容情地将这种观念揭示为主观主义的幻觉，就

像现实的历史终究会把展开过程中那些偶然的、无关乎本质的东西摆放到适合于

它们的位置上去一样。

为了简要地说明问题的关键，且让我们首先指出这样一点：中国的现代化进

程之所以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现代化

事业必须经历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来为之奠基，而中国的社会革命历史地采取了

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中国

的现代化事业就不可能全面地展开并得以真正实现；同样毫无疑问，如果这场社

会革命不是最终采取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它就不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并

得以完成。一般说来，任何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都必然通过一场 （或几场）

社会革命来为其奠基，即使在西欧各国，现代性的展开过程也不能不经由社会革

命 （往往表现为政治革命）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特殊地说来，这样的社会革命采

取何种方式，其政治斗争的席卷范围和激烈程度，则完全取决于 “实在主体”（即

既定社会）的特定社会—历史状况，取决于由这种状况之具体化所规定的阶级关

系和阶级斗争的性质。１６４０年的英国革命在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中逐渐达成资产者

和贵族的特定妥协，并通过所谓 “光荣革命”达到自己的目的；而１７８９年的法国

革命则表现为一种不断的上升运动，解放者的角色依次由参与革命的不同阶级来

担任，激进的党派被更加激进的党派所取代，直到拿破仑用军事力量重建起政府

的权力。必须承认，法国革命的意义是普遍的，黑格尔称这种意义是 “世界历史

性”的，而马克思则将之标识为 “政治解放”的典范。这种普遍性固然意味着新

的历史性时代的辉煌到来，但却绝不意味着任何民族的政治革命都会按照法国革

命 （或更广泛地说来，按照西欧革命）的方式来展开，并且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达

到自己的目的。

由此可见，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强有力的，它要求在世
界历史的广阔疆域中实现自身；然而，除非它能够超越抽象的普遍性，并在特定

的社会—历史条件中被具体化，否则的话，它就根本不可能实现自身，无头脑的

抽象观念不过是在其主观的臆想中令其 “实现”罢了。如果说，现代性的力量在

开辟出世界历史的同时乃使现代化成为世界各民族的普遍命运，那么，对于中国

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与实现来说，同样必须通过一场社会革命来为它奠基；而这场

社会革命的展开方式与实现方式，则取决于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状况与历史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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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关联起源于中国革命最终采取了
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中国革命何以会历

史地采取这一基本定向呢？

对于回答这个问题来说，五四运动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理解基地，但为此必须

充分把握其整全的历史意义。五四运动的意义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第一，是

基本观念或理念的层面。毫无疑问，五四运动的基本观念是现代化，是要求推动

中国历史性进程的现代化。五四运动的旗帜上赫然写着 “科学”与 “民主”这两

个口号，而这样的口号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这一运动的一般性质与使命。如果说
“科学”与 “民主”简要地标示着现代性的理念和目标要求的话，那么，五四新文

化运动在基本观念上无非意味着使中国的历史性进程进入到现代化之中，进入到

现代性的理念和价值目标的定向之中。在这样的意义上，五四运动不仅承继着先

前已渐次发生的现代化任务，而且以 “新文化”的名义揭示了更全面的现代化任

务，并用 “科学”与 “民主”突出地概括了现代性的基本观念。

第二，是现实历史的层面。五四运动不仅是一般的观念，而且是现实的历史

运动。现代性的理念或口号，如果不是停滞于抽象的观念，它就必须通过现实的
历史运动来展开和实现。作为现实的历史运动，五四运动———一言以蔽之———是：

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如果说，

反对封建主义乃是新文化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 （新文化本来就意味着用现代文化

来克服或取代旧的封建主义文化），那么作为现实的历史运动，它为什么同时还要

反对帝国主义呢？抽象普遍性的观点完全无法理解这一点，它仅仅停留在现代性

理念的空疏形式中，它只能非历史地想象现代性的理念及其完美实现是现成地存

在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而根本看不到五四运动所揭示的正是这样一种历史

的现实性：那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资本主义世界恰恰构成中国革命的敌人。因

此，除非中国革命能够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这个敌人，否则的话，它就

不可能完成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因而也就不可能为其现代化事业的整体进

程真正奠基。由于抽象普遍性的观点在这里陷入手足无措的窘境，所以它就从中

想象出一种对立来构陷历史，仿佛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不能不有害于现代性理念

的展开似的，仿佛任何一种触犯西方 “圣物”的运动对于现代化进程来说只会具

有消极意义似的。然而，正是现实的五四运动表明：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
义的斗争必然成为同一个历史运动；这样的历史运动意味着，如果它不能同时摧

毁这两个敌人就不可能摧毁其中的任何一个，也就不可能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决

定性地开辟出继续前进的道路。因此，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反对帝国主

义的斗争绝非具有 “削弱”或 “压倒”现代化展开的消极意义，恰恰相反，正是

由于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同时并举，才积极地保全、捍卫并且拯救了现代化在中

国道路上的历史性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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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作为历史趋势的层面。五四运动作为现实的历史运动，不仅表现
为一系列历史事实，而且还表现为特定的历史性趋势———现实的趋势就是在展

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的总体趋势比既成的历史

事实具有更高的现实性。抽象普遍性的观点既然连现实的历史运动都消化不了，

它就尤其无法理解在五四运动中作为现实的趋势所展现出来的东西了。五四运

动代表并揭示出怎样一种历史性的趋势呢？最为简要地说来，由于第一次世界

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基本格局，又由于五四运动以反

帝反封建作为基本目标，所以这一运动就不能不成为当时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

并且在成为世界革命之组成部分的同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了准备，从

而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关联做好了准备。正如毛泽东同志

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

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

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①

由此可见，五四运动之整全的历史性意义不仅表现在现代性的基本理念中，而
且反映在反帝反封建的现实运动中，最后还尤为突出地展现在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

义方向中。如果说，在紧随其后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性实践中，出现了各革命阶级的

统一战线，出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且出现了作为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之政治基

础的 “新三民主义”，那么，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一进程就意味着新民主主义的

定向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决定性出现，意味着中国革命采取这一定向的积极开端。

在此之后的革命行程不仅跌宕起伏而且波澜壮阔，而这里真正重要的乃是这样一种

历史性的趋势：以新民主主义为定向的中国革命在整个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

如果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世界历史乃是 “最高法庭”，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那么，现实历史的决定性裁断就是：中国革命只有在新民

主主义的定向中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要这个目的未曾达到，它就不会停顿下来，

就像现实的革命进程不断地把脱离这一定向的背弃和逃遁无情地抛到自己身后一样。

因此，正是现实的历史进程本身，将中国革命的使命最终托付给中国共产党，亦即

托付给始终最坚决地执行新民主主义任务的政党。

在 “世界历史”所敞开的理论和实践境域中，新民主主义是和社会主义相

关联、相贯通的，没有这样的关联和贯通就根本没有新民主主义。对于中国共
产党来说，正像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其定义中将社会主义理解为自身之完成了的

本质一样，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定向的革命政党理所当然地将马克思主

义把握为自身的思想理论基础。因此，只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通过一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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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革命来为之奠基，只要这场社会革命历史地采取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
向，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关联就是必然的，就是不以人们的
主观意志或愿望为转移的。当无头脑的抽象观点还在继续假设 （实则是虚构）

历史———中国革命本应当避开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从而本可以摆脱马
克思主义的影响———时，即便是稍有识见的西方历史学家也已清晰地看到中国
革命进程中所展开的必然性了。例如，费正清在 《伟大的中国革命》中这样写
道：一战以后来到中国的杜威曾对他的学生胡适说，军阀和现代教育不可能并
行不悖；而我们可以同样在历史上得出结论说，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和中国革命
不可能并行不悖。“……杜威于１９２１年７月１１日离开上海时中国共产党刚好要
在那里成立。最为进步的教育 （指杜威在中国关于现代教育的演讲———引者注）

刚刚展示在革命的中国面前时，她却转到马克思和列宁那边去了。哥伦比亚大
学教师学院在共产国际阳光照耀之下，变得暗淡无光。显然，美国的自由主义
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虽然它作为主流思潮后来又苟延了１５年。”①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从而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本质联系，是真正历史性的，

或如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 “历史的选择”。事实上，为了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严峻
而紧迫的道路问题，以西方为主要来源的各种思潮几乎无不涌入中国，而五四时期
的北京大学和 《新青年》很快就成为思潮层出和争论汹涌的交汇地。“其他杂志也参
加了 《新青年》的讨论，在由此而形成的热潮中，当时所有在西方和日本流行的社
会和哲学理论———现实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
义、无政府主义、达尔文主义和唯物主义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② 毫无疑问，

所有这些思潮都或多或少、这样那样地影响并参与中国的历史性进程；同样毫无疑
问，这些思潮的影响程度和参与程度取决于这一历史性进程自身的性质，取决于它在
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基本定向。因此，如果说，在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中，马
克思主义逐渐占据了理论和实践上的主导地位，那么，这恰恰是因为现实历史本身的
汰择拣选：正像这一历史进程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最关本质的联
系一样，它也将唯有在这一本质联系中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指派给堪当此任的中国共
产党。“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
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
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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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 “世界历史”的基本处境中，中国最初是被动卷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近

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

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① 因此，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不仅展开为

一个以现代化为主题的运动进程，而且在特定的阶段上，使这一进程与马克思主义

建立起本质的联系。这样的联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被建

立起来、发展起来和巩固起来的，而这样一种本质联系的建立、发展和巩固，又是

唯赖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的历史性实践相结合才成为可能的，也就是说，是唯

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成为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本质联系。

我们之所以突出地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对于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和早期的共产

党人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能够被现成地给予的东西，而是需要经过一

个艰苦锻炼的过程才能被铸造出来的。在早期的 “学徒状态”中，抽象的原理或原

则往往会占据上风。中国革命时期就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被恰当地称为
“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例证是：１９２７年以后，教条主义者

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俄国的经验当成抽象的原则来加以运用，特别是试图把 “中

心城市武装起义”这一原则先验地强加给中国革命的进程。由之而来的结果同样是

我们很熟悉的，它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革命遭遇挫折。很明显，在这里导致挫折

的根源，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本身，也不是俄国革命的经验，而是局限于抽象

原则的无头脑的教条主义。只有当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 “中

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 “农村包围城市”时，他们才开始在武装革命的主题上摆脱

了执着于抽象原则的教条主义，也就是说，才真正使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

的实践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要义是：深入地把握中国特定的社会现实，并根据这

一现实本身的具体情况来制定革命的纲领。“农村包围城市”的纲领，说到底是与中

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性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而这种结合

所要求的理论上的具体化，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这一学说

的 “生命线”和 “活的灵魂”。就此而言，那种封闭在抽象原则中而不欲同中国的历

史性实践相结合的 “马克思主义”，便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反面。正如恩格斯晚年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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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那样，当唯物史观的一些 “朋友”仅仅把抽象原理当作现成的公式来裁剪各种

历史事实时，唯物史观就立即转变为自己的 “对立物”。

在这样的意义上，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乃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

义。教条主义的要害在哲学上被称为 “外在反思”：它是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

力，从来不深入特定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之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 （抽象原则），并

且把这样的原则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内容 （任何对象）之上。如果说，教条主义最

为典型地在思维方面采取外在反思的方式，那么自黑格尔以来我们就已经知道：

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的运用，就其性质来说，不仅是形式主义的 （就其无法把

握实体性的内容而言），而且尤其是主观主义的 （就其无法通达 “事物自身”而

言），所以黑格尔很正确地把外在反思叫作 “诡辩论的现代形式”“浪漫主义虚弱

本质的病态表现”，并且很恰当地把仅仅知道外在反思的人称为 “门外汉”。顺便

说说，在我们今天的知识界和学术界，抽象的理论态度和外在反思依然颇为盛行，

在某些场合比起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作为其公式

的教条不是来自俄国而是来自西方罢了。然而，无论这样的教条来自何方，外在

反思总只局限于抽象普遍性的主观主义运作，而完全不知道 “……一个所谓哲学

原理或原则，即使是真的，只要它仅仅是一个原理或原则，它就已经也是假的了；

要反驳它因此也就很容易”。①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要点在于中国的

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但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可能与

这一历史性实践真正建立起内在的和本质的联系，而仅仅满足于抽象原理的教条主

义，则至多只是同这一历史进程在表面上发生某种外在的和偶然的联系罢了。正如

毛泽东同志所说，“马克思主义的 ‘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

相结合”。②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

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

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

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

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

他们的位置的”。③ 就此而言，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于推进中国革命、从

而推进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来说，没有什么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为重要、更

具决定性意义了。如果说，百年中国道路得以展开的关键取决于现代化和马克

思主义的本质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得以真正建立的关键则取决于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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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化。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把中国道路百年探索的本质规定理解为现
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种经常会出现的忧虑或责难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能算是真正的马克思

主义吗？就像当年来自莫斯科的指导者和中国的教条主义者会因此不断指责并追究

“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对于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自国内外的类似

责难或鄙薄也会时常出现并且不绝如缕。这里不可能就各种议题或相关理论展开具

体讨论，而只需就事情的基本性质指出这样一点就够了：马克思的学说本身就包含

着经由社会—历史的特定内容来实现具体化的纲领，这一纲领对于其全部原则、原
理来说是如此地关乎本质，以至于只要这个具体化纲领———我们将之称为 “生命线”

或 “活的灵魂”———不再起作用，马克思的学说就立即丧失其生机而徒留一副躯壳

而已，就像一个人被剔除了生命线并被褫夺了灵魂一样。如果说，一般的理论或学

说经常满足于并且也适合于外在反思的运用，那么，对于马克思来说，事情就绝非

如此。恩格斯在１８９０年致拉法格的信中就以非常严肃的口吻写道：“所有这些先生

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１０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

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
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

的却是跳蚤’。”① 马克思之所以坚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因为那些所谓的

马克思主义者自闭于抽象原则或公式的樊笼中，而完全错失或遗忘了那个性命攸关

的具体化纲领。因此就事情的性质而言，一旦脱离社会—历史之特定现实的具体化，

马克思主义就不再能够真正持立。

对于引领和推进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来说，以及对于这一实践进程的理论把握和

学术研究来说，那经由社会—历史之特定现实的 “具体化”就意味着 “中国化”。因
为 “中国化”说的无非是：依循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并因而能够切中并把握

其实体性的内容。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一刻也离不开这样的具体化，并且真正说来它

只有在这种具体化的实行中才有积极的生存，那么，我们从基本性质上所辨明的是：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总而言之，所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保有其具体化实行的马克

思主义）才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而那种滞留在脱离现实的无内容的抽象性之

中的 “马克思主义”，则从其拒绝具体化 （例如中国化）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远离了

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本质。在这个意义上，雷蒙·阿隆对当时两位著名的法国马克思

主义哲学家的批评就是正当的和有道理的。他说，萨特和阿尔都塞都还只是提出了
康德式的或小资产阶级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何以是可能的”），他们与其说是对历

史的实在感兴趣，还不如说是对哲学的先天条件感兴趣；他们并不试图把 《资本论》

的方法运用于我们的时代，运用于分析例如当时的法国社会或欧洲社会。因此，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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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和阿尔都塞所代表的学派不过意味着两个 “神圣家族”，意味着一种 “想象的马克

思主义”。①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历程，而且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

来、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历史进程。从现实历史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中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意义极为深远的。同样，从现实

历史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某种简单现成的结果，或一经达到就

被凝固起来的东西。毋宁说，它作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无与伦比的历史性事

件，是在错综曲折的进程中不断生成的，是在现实的繁复矛盾中不断发展的。因

此，很容易理解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现实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表现，不

会像书斋里画出的直线一样，也不会像黑板上的公式演算那样给出直接的答案。

整个发展进程始终是一种真正的探索，一种已历百年并将继续不断前进的历史性

探索。就像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同主观主义 （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

争中，在经历许多曲折和探索中实现的一样，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仍

须进行同样性质的斗争，并且也是在多方经验和教训的积累中、在不断解放思想

的探索中达到自己目的的。正是这整个发展过程牢固地建立起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关联，而这种关联可以说是无所不在地体现在中国道路百年

探索的各个阶段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

来的实践进程及其理论表现。就其一般性质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意味着

现代化任务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结合；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它是和世界

历史处境的特定变化相联系的，又是从中国经济社会的特定状况和先行积累的前

提出发的。如果说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开启，那么这条

道路迄今大约４０年的发展，或许可以简要地概括在建设 “小康社会”的广阔实践

中，概括在这一目标的提出、展开、深化和实现的历史进程中。改革开放之初提

出的目标是 “四个现代化”，它同时也被进一步规定为 “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而这样的国情首先就是耕地少、人口多、

底子薄。因此，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

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

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 ‘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

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所以，我只能说，

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② 从一方面来说，小康状态是一个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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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相适应的；从另一个方面
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依循这个目标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正是这

条道路的历史性开辟，将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统一的发展进程推入新

的历史阶段。

回顾这４０年来的发展进程，大体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２０世纪的最后

２０年中，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从温饱到总体小康的积极跨越；而在２１世纪的头

２０年中，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进程，是从较低水平的尚不全面尚不平衡

的小康，抵达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毫无疑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将作为历史里

程碑被载入史册，而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目标

得到历史性的实现。这里无法全面描述这一进程，如果要用一两个事例来作为提示

的话，那么十分明显的是：就像 “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在思想理论上具有非常深

远的意义一样，大规模人口迅速脱贫的实践成就———在中国和世界上均属史无前

例———则是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高的。而在这一进程的无数事例或成就中能够得

出的历史性概括是：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直接产物，并且因

此也是中国现代化事业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体进程的组成部分；它既是改革开放

以来历史进程的阶段性完成，也是建党以来百年历史进程的划时代丰碑。

四

对于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发展来说，无论是现代化还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都是在 “世界历史”的境域中开展出来的。如果不是现代性在特定阶段

上的力量开辟出世界历史，那么，中国的历史就依然会是地域性的或民族性的

历史，这一历史的基本活动就既不会展现为现代化的进程，也不会展现为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然而，自从中国被卷入到世界历史中以来，正是伴随着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关联，中国的历史发展才为自己

决定性地开辟出一条独特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的当代形态就叫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在要问：在经历了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之后，当今的中国在世界历史中

居于怎样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实践，对于当今世界历史的进程

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

为了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必须首先把握现代性本身的历史性质。我们在前面

曾经提到，现代性的力量在开辟出世界历史的同时，也为之架构了基本的支配—从

属体系。但是，正像现代性本身是历史的事物一样，由现代性设置的体系也不能不

具有历史的性质。只有完全无头脑的抽象观点才会认为，一切现代事物———特别是

其制度设施和价值观念———乃是永恒的、非历史的，并且在这种意义上是 “普遍的”，

仿佛如此这般的事物或观念可以支配并掌控整个 “古往今来”和 “六合之内”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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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现代性本身乃是历史的产物，那么由之而来的一切都必然具有历史的性质；也就

是说，有出生和成长，有鼎盛时期和文明贡献，也有衰老和死亡。一切历史的事物都

具有这样的性质，都不能不经历这样的生死变迁。正是黑格尔史无前例地将历史性置

入哲学之中，置入真正的哲学思考之中。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就像 “变异”是 “存

在”的真理一样，“过程”乃是 “事物”的真理。为了解说这个具有原则高度的历史

性原理及其意义，恩格斯引用了 《浮士德》中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警句：“凡是现存的，

都一定要灭亡。”因此，这一原理的 “……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

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① 自此以后，抽象普遍

性的观点和方法就不能不是时代错误了，因为这种观点和方法所设定的普遍性不仅

是无内容的，而且是非历史的。

或许有人会问，难道世界历史中就不存在普遍性了吗？当然存在。无论是黑格

尔还是马克思都从未否认过历史中的普遍者或普遍性 （洛维特甚至说，马克思之所

以针对费尔巴哈捍卫黑格尔，乃是因为黑格尔理解普遍者的决定性意义②），只不

过这样的普遍者或普遍性绝不是抽象的、无内容的和非历史的。对于仅仅局限

于知性并且仅仅知道外在反思的头脑来说，那经由社会—历史内容的具体化而

来的普遍性，从一开始就是无法理解的。在黑格尔看来，特定的世界历史民族

在特定的阶段承担起特定的历史任务，当这样的任务具有 “世界历史意义”时，

这样的民族及其任务就是 “普遍的”。如果去除思辨哲学之最终的神秘化，那

么，世界历史的普遍性，那唯一得到恰当理解的普遍性，就是指特定历史进程

的承担者及其使命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样的普遍性就

必然是历史的，并且同样要经历它的生成与繁盛、枯竭与衰歇。就像黑格尔总

是揭示由世界历史之普遍意义而来的绝对权力乃是 “在特定阶段上”的一样，

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无非意味着澄清其历史前提并把握其历史

界限，也就是说，把它当作一个历史的事物来理解———历史地肯定它并且也历

史地否定它。在这里，非历史的抽象普遍性的观点不仅是天真的和无头脑的，

而且往往是虚伪的和辩护性的，因为这种普遍性实际上总是使现代资产阶级关

系 “被乘机当做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③ 正如马克

思在批判现代经济学家时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试图证明现存社会关系的自然与和谐，

以便由此来祝福现存事物的永垂不朽。

一旦历史性的原理得到真正的把握，我们就能充分意识到：现代性的力量以及

由之而来的世界历史格局本身乃是历史的，也就是说，不仅是历史地可变的，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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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只有在特定的历史界限之内才具有现实性。就像我们在历史的进程中经常可以看

到世界历史格局的某种调整和改变一样，我们今天尤其能观察到的各种现象正提示

着并且标志着一个巨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酝酿与历史性生成。

如果说，上一个百年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为开端的，那么，以之作为参

照，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变局将是尺度极大且意义极为深远的。

特别重要的是，这一世界历史的变局又与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具有非同寻常

的、实质性的联系，近期呈现出来的种种现象无不表明了这一点。诚然，中国同世

界历史的命运性联系自１８４０年以来就是不可避免的，而马克思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的

一系列论文就已深刻涉及两者间的彼此联系了。但是，长期以来，这种联系虽然经

常调整不同阵营间的力量对比，却很少真正触动现代性的体系本身———世界历史的

整体演变还处在渐进过程之中。为什么当今中国的历史性进程开始显现出同世界历

史的非同寻常的联系，以至于这一进程会被视为世界历史大变局中特别重要的相关

变量呢？回答是：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 （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发展到了一

个特定的转折点，正是通过这个转折点，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在形成自身飞跃的同时，

开始对世界历史展现出新的重大意义。这个转折点乃是 “新的历史方位”，它通过揭

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而敞开它的整个意义领域。因此，只有站到新的

历史方位上，才能真正把握中国的历史性进程对于世界历史来说开始显现出来的重

大意义。

新的历史方位具有三重意义领域，它是由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对于世界社会

主义的意义，以及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来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

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

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

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① 这里值得注意

的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转折出现在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叙事中。它一直被追溯到

近代以来我们民族的整个历史境遇和历史命运，包括艰难困苦和顽强奋斗，从而开

辟出一条通过全部现代化努力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这条道路通过其各

阶段的发展，特别是通过建党以来的历史性实践，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推

进，迎来了历史进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伟大飞跃。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进程开始对于世界历史展现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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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不仅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具有意义，而且因此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

意义。如果回顾一下３０多年前 （２０世纪的最后十多年）的世界境况，这样的意义

就尤其变得显著。亲历那个时代的人一定记得：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而

世界社会主义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挫折和危机———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国家纷纷

改旗易帜，一场又一场的 “颜色革命”接踵而至，以至于当时一般的意识形态和知

识氛围似乎都已认定，马克思主义最终被送进了坟墓，而 《共产党宣言》的结论是

彻底破产了，最能体现这种观点的是福山的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这部著作宣

称世界历史在现代性中达到了它的最高的和最后的完成，也就是说，世界历史终结

了，它终结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建制中。因此，人类历史再也不可能产生出任何

一种其他的可能性了。针对这种意识形态和知识氛围中的庸浅浮薄，哲学家德里达

用 《马克思的幽灵》这个系列演讲，尖锐地抨击了福山那种轻佻的伪黑格尔主义，

以及紧随其后的一众目光短浅和没有头脑的学舌者。然而，尽管德里达的批判在理

论上是颇为深刻的，但他当时也还没能看到：有一支现实存在的因而是 “有肉体的”

马克思主义，正在实践中活跃地生成并壮大起来———这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展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只有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历史发展之后，特别是当我们站到新的历史方位上时，

才可能清晰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并对其非凡意义作出真正

历史性的估量。这样的意义乃是中国的发展进程对于 “世界历史”的意义。它突出

地展现为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自身的积极创新和发展

壮大，从２０世纪末社会主义普遍遭遇的巨大挫折中决定性地站立起来；它在成为科

学社会主义伟大印证和伟大实践的同时，历史性地开拓出世界社会主义在２１世纪的

积极前景。不仅如此，当中国的历史性进程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具有意义时，它也突

出地展现为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这种意义从不表示也从不断言中国道路

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道路，恰好相反，它敞开一个无比广阔的实践探索领域，

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解决人类问题所作出的积极贡献，正在于拓展出发展中国

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并提供全新的选择。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

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①

由此可见，只有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它的进程中抵达新的历史方位时，中国

的历史性进程才会在对其自身具有重大意义的同时，对世界历史进程也具有重大意

义。这样的重大意义是在何种程度上并具有何种性质呢？回答是：它是一种 “世界

历史意义”。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意义，是在黑格尔大体规定的那种含义上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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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意味着：特定的民族在特定的阶段上承担起世界历史任务，由于这种任务在
世界历史中具有更高的普遍性，因而便展现出它的世界历史意义。① 因此，就中国

道路的百年探索来说，正像这一进程使现代化事业与马克思主义具有愈益加深的本

质联系一样，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定向的现代化事业，已经开始建立起与人类社

会的整体发展、与世界历史之未来走向的本质联系。正是由于这种本质联系，中国

道路的历史性进程才在特定的转折点上展现其世界历史意义。

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发展之所以展现其世界历史意义，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不仅在于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且还在于：它在完成其现代化
任务的同时正在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如果说，中华民族的复兴仅仅

是成为一个如英、美、日、德、法等的现代强国，那么这一进程就不会具有新

的世界历史意义，而只不过是作为某种表征从属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及其被规

定的意义罢了。只有当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能够在消化现代性成果的进程中超

越现代性本身，它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才开始显现出来。新的文明类型是指

什么呢？它是指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文明类型：它的现实前提是在特定的现代

化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但它的成长却绝不仅限于现代性之中。用哲学的术语来
说，它是以扬弃了的现代性为本质特征的。因此，一方面，新文明类型的可能

性绝不会出现在现代化夭折或其意义被抹杀的地方 （在那里出现的只可能是浪

漫主义的倒退，是贫穷的普遍化和一切陈腐的东西死灰复燃），相反，它只有在

现代文明的成果能够被积极地占有并且巩固地形成基础的地方才会真正出现。

另一方面，对于新文明类型来说，现代化任务的展开与实现只是大厦的基础，

而不是大厦本身；它的成长和发育不会被封闭在现代性的体系内部，相反，除

非这一体系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不断地突破与超越，否则的话，新的可能性就
不会积极地涌现出来并且持续地转变为现实性。

对于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来说，这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之所以是现实

的可能性，首先取决于这一实践进程在其展开过程中已然形成的目标取向。当

今中国向着未来筹划的具体目标是：经过３０年左右的努力，在２１世纪中叶建

成一个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它是高度现代化的，它又是以社会主义为

根本取向的，而这两者的实践统一意味着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换言之，

这种现实的可能性来自当今中国的实践展开，是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为其

制定方向的，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来为其开辟道路的。不仅如
此，在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那种能够标识新文明类型之可能性的实践要

求和实践主张，也已经在我们眼前积极地呈现出来了。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固然

以占有现代文明的成果为前提，但它的性质不能不越出现代性的规定之外。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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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来说，“新型大国关系”只有在突破并超越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现代性
的丛林法则时，才可能得到整全的理解和积极的实践；同样，“文明互鉴”也只
有在现代性的力量所设置的支配—统治关系被突破和被超越的地方，才可能真
正发展起来并且迎来它的繁花盛开。事实上，这样的例证可以举出很多：“以人
民为中心”“共同富裕”“人类命运共同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念都是如
此。而所有这些实践要求和实践主张无非意味着：通过扬弃现代性本身而开展
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如果说，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仍然必须更广泛并且更深入地推动其现代化进
程，那么，这一进程同时也将更多地展现出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并且更经常地将
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由此我们可以通过一种真正的历史性视域看到：以中国
共产党的成立为标志，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在 “世界历史”的处境中，开展出现代
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统一的历史性实践；当这一实践进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并抵达新的历史方位时，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进程便展现出它的 “世界历史意义”；这
种意义的取得使中国的发展以如下的方式关联于当今的世界历史，即为之开启一种
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因此，尽管历史的进程会 “翻涌起许多泡沫”，尽管历史的目
标要通过无数艰巨的斗争才能达到，但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已经取得并将继续取得
的历史性站位：中华民族在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时，将为
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李潇潇〕

·８４·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Ｎｏ．６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１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ｂｙ　Ｇｒａｓ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１００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Ｘｉｅ　Ｆｕｚｈａｎ· ４ ·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Ｅｒａ，ｔｈｅ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ｇｒａｓ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ｏ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　ｈａ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ｓｗｅｒｅｄ　ｓｕｃ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ｗｈａｔ　ｋｉｎｄ　ｏｆ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ｒａｓｐ，
ｈｏｗ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ｈａｓ　ｇｒａｓｐｅｄ　ｔｈ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ｄｏｉｎｇ　ｓｏ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Ｔｈｅ　ｍａｎｙ　ｇｒｅａ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ｗｅ　ｈａｖｅ　ｍａｄ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ｔｈ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ｔｏ　ａ
ｎｅｗ　ｅｒａ，ａｒｅ　ａｌｌ　ｆｒｕｉｔ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ｈａ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ｇｒａｓｐｅｄ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ｙ　ｐｅｒｓ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ｄｈｅ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ａｎｄ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ｓｅｌｆ－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ｇｒｅａｔ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ｎｅ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ｇｒａｓｐ　ｏｆ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ａｒｋ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ａ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ｎ
ｐａｒｔｙ；ｏｎｌｙ　ｂｙ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ｌｉｖｉｎｇ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ｃａｎ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ｇｒａｓｐｅｄ．Ｔｏ　ｔｈｉｓ　ｅｎｄ，ｗｅ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ａ　ｄｅｅｐｅｒ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ｅｔｔｅｒ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ｏｆ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ｕｒｙ－Ｌｏｎｇ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ｈ
Ｗｕ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３０·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ｃｉｓｉｖｅｌｙ　ｍａｒｋｅ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ｘｉｓｍ．Ｔｈ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ｐｒｏｖｅ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ｕｒｙ－ｌｏ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ｈ．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４０２·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ｄａｙ　ｔｏ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ｉ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ｔｓ　ｔａｓｋ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Ｌ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ｕｎ　Ｌｅｑｉａｎｇ·４９·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ｌ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ｔｏ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ａｃｈ　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１００ｙｅａｒｓ，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ｓ，ａｎｄ　ｈａｓ　ｂｌａｚｅｄ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ｇｒａｓｐ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ｌ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ｈｅｌｐ　ｕ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ｉｑｕ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ｈ，ｂｕｔ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ｈｅｌｐ　ｕｓ　ｈａｖｅ　ａ　ｄｅｅｐｅｒ
ｇｒａｓｐ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ａ　Ｎｅｗ　Ｒｅａｌ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Ｚｈａｎｇ　Ｗａｎ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ｕ　Ｙｉｎｇｑｉｕ·７７·

Ｓｉｎ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ｇｏｎ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ｏｕｒ
ｓｔａｇｅｓ：ｓｅｅｉｎｇ　ｉｔ　ａｓ“ａ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ａ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ｂａｓ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ｓｉｓ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Ｔｗｏ
Ｉｒ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ｎｏ　ｉｒ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ｎｏ　ｉｒ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ｆｉｒｍ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ａｒｅ　ｏｎ　ｏｕｒ　ｏｗｎ
ｓｉｄｅ．”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ｃｈｏｉｃｅ　ｆ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ａ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ａｉｍ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５０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